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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打击存在着刑罚过于轻缓、数罪并罚条款难以落实等问题。从保

护法益的角度来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所保护的法益相同，均是“人身不

可收买性”，并且两者是一组对向犯，两罪的法定刑不应具有如此悬殊的差距；从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的打击情况来看，过于轻缓的刑罚不利于对收买犯罪行为的打击。因此，应该对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儿童罪及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对从宽条款的适

用进行限缩、增加加重处罚条款、激活数罪并罚并通过有效的法律解释解决追诉时效阻碍依法追究收买

行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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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overly lenient penalties and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the 
provisions for concurrent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ng legal interests,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e crime of trafficking women and children protect the same legal interests, which i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9277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9277
https://www.hanspub.org/


马欣宇 
 

 

DOI: 10.12677/ds.2025.119277 46 争议解决 
 

the “non-purchasabilit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two are a pair of reciprocal crimes. The statutory 
penalties for the two crimes should not have such a huge gap.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bating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overly lenient penalties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crackdown on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Therefore,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and related system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statutory penalty for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enhanced, the applica-
tion of leniency provisions should be restricted, aggravating penalty provisions should be added, 
concurrent punishment provisions should be activated,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hindering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purchasing behavior should be solved through effective leg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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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积极采取行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专项行动的开展使得更多的被拐妇女、儿童得以解

救，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但打击人口买卖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现问题，有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的法定刑就是其中之一，笔者通过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关键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刑事一

审”得出有效文书 644 份，其中“从轻处罚”546 件，减轻处罚 132 件，被判处缓刑的案件 483 件，拘役

34 件，管制 36 件，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大多不超过三年，此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以及实践

中被判处执行的刑罚相比，处罚过于轻缓，并不能有效打击犯罪。过于轻缓的法定刑，既不符合民众朴

素情感的认知，也存在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之虞，如果收买得不到应有的惩治，将会刺激更多买

受需求的产生[1]。本文拟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立法沿革、提高此罪法定刑的必要性以及具体

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2.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立法沿革 

从我国立法对于买卖人口行为规制的规定来看，我国对于打击收买犯罪行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于对打击收买行为的规定，最初始于 1991 年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

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 1991 年《决定》)主要规定了收买行为的法定刑，为日后对

此行为的规制奠定了基础。该《决定》第三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同时规定了免责条款——收买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按照被收买妇女的意愿，不

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收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1。

该决定的提出一方面将收买行为纳入了刑法规制范围，对买方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另一方面由于免

责条款的存在，使得实务中大部分收买者并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致使社会公众仍旧保持着收买无罪

的观念，使得收买者更加肆无忌惮，买卖人口行为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规制。2010 年，最高法、最高检、

公安部以及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认为“可以不追究”不等于

 
1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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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或者必须不追究[2]。尽管免责条款进一步限定适用，但是仍有很多收买者由此免于承担刑事责任，

这对于收买行为的打击收效甚微。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对此免责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相较于之前

的免责条款，从宽条款进一步加大了对收买行为的打击力度。从上述立法沿革来看，我国对于买卖人口

犯罪的打击重心是向拐卖行为倾斜的，但随着对拐卖犯罪打击的深入，逐渐认识到对收买行为打击的重

要性，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但与拐卖儿童罪的法定刑相比，两者相差悬殊，从法定刑来看，收买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仍属于轻罪，并且当前《刑法》关于此罪的规定几乎照搬 1991 年《决定》，其中

的漏洞并未得到真正弥补，实务中出现的问题也没得到稳妥的解决。 

3. 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的必要性 

为何要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提高该罪的法定刑对于规制此类犯罪行为具有怎

样的意义？笔者将会从法益保护、对向犯理论视角、比较法以及当前我国处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案件的实践方式以及效果这四个方面对提高该罪法定刑的必要性进行论述。 

3.1. 法益保护角度 

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所保护的法益，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人身自由说”[3]，
另一种为“人格尊严说”(也就是所谓的人身不可买卖性[4])。关于人身自由说，这类观点认为与非法拘禁

罪、绑架罪等犯罪一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侵害了被收买人的人身自由。这一观点受到日本刑

法理论的影响，例如，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收买行为即对他人人身的支配，这里的支配，是指将妇女、

儿童置于自己可以左右其意思的状态，使其难以摆脱收买者的影响，但不要求完全剥夺或者限制妇女、

儿童的自由[5]。诚然，遭受过拐卖的妇女、儿童的人相较于未经历过此等部分侵害的普通人而言，其人

身自由遭受了严重侵害，但是对于遭受此等不法侵害的人身自由的受损程度与非法拘禁罪以及绑架罪等

犯罪的人身自由的受损程度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的，同时，除了人身自由受损程度的差异性之外，“人身

自由说”还不能明确地解释以下情况。一是“人身自由说”无法实现法益的犯罪个别化机能，无法准确

区分拐卖犯罪和非法拘禁罪、绑架罪，也无法解释此几种犯罪在法定刑上的巨大差异。二是“人身自由

说”又无法解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侵犯人身自由法益的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例如非法拘禁罪，

既然两罪侵害法益相同，应当做一罪处理，为何还要实行数罪并罚。三是“人身自由说”无法解释以平

和手段进行人口买卖的行为为何能够认定为拐卖犯罪，以及无法解释包括精神病人、婴儿等不具有现实

行动自由的主体如何能够成为拐卖犯罪的受害者。由此，笔者认为将收买行为所侵犯的法益认定为人身

自由的观点欠妥。那么，关于该罪保护法益的另一种观点——人格尊严说，该种观点认为在拐卖犯罪中，

无论是收买行为还是拐卖行为，都是对被拐卖者人格尊严的剥削，不再将其作为独立的人看待，而是看

成是可以明码标价随意售卖的“商品”。买卖人口是对人的彻底物化，行为本身就从根本上亵渎了人性

的尊严[6]。笔者认为，“人格尊严说”能够规避“人身自由说”存在的弊端，并且在体系上与国家禁止

器官买卖、禁止卖淫等维护人的主体地位的立法精神相协调，更具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收买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二者所保护的法益以及对法益的侵害程度相当，而当前我国立法对

于二者所规定的法定刑存在较大的差距，是不合理的，不利于对于买卖人口犯罪的打击，因此，从法益

保护的角度，应当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3.2. 对向犯理论视角 

对向犯，是指以存在两人以上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7]。在我国刑法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对

合犯，分别是同罪同刑、异罪异刑以及只处罚一种行为的。其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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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童罪就是一组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对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的法定刑设置上，尽管法定刑存在一定

的差异，但是极少出现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两者法定刑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本刑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基本刑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3，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更遑论在实践中很多收买人能够获得从宽处罚，

并且存在较多不判处实刑的情况)，例如贿赂犯罪中受贿罪与行贿罪(受贿罪的基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 4，行贿罪的基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5)，渎职犯罪中的对向关系。当然，其中也存在

例外情形，例如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和帮助恐怖活动罪这组对合犯，两罪法定刑相差较大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法定刑为组织领导的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加的为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其他的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6；帮助恐怖活动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7)，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帮助恐怖活动罪系帮助行为正犯化，其对合的对象为组织、领导、参

加恐怖组织活动罪的帮助犯，此二者的法定刑在实践中并无较大差距，这便使得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

组织罪和帮助恐怖活动罪的法定刑存在较大差距。再比如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偷越国(边)境罪这组

对向犯，法定刑差距也比较大，但是因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难以形成对个人法益的侵害，而是对于行政

管理秩序的侵犯，原本就可以不动用刑法进行处置，从而规定较低的刑罚。因此，在异罪异刑的对向犯

立法例中，极难见到如拐卖犯罪这般法定刑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因此，从对向犯理论角度出发，也应

当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进行适当调整，以便更好地打击人口买卖现象。 
另外，与之相对的观点，有学者将收买的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评价为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

意伤害罪等重罪的预备犯[3]，并以此种观点否认适当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笔者认

为此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立法之所以打击收买行为，是收买行为本身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法益侵害性，

值得运用刑法进行打击，而不是不对收买这一预备行为正犯化，就不利于预防后续重罪的发生[8]。其次，

并非所有收买人在实施收买行为后都会实施强奸、非法拘禁或者故意伤害等行为，尤其是收买儿童的收

买人，其收买儿童的初衷大多是组建完整的家庭，而非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最后，将收买行为评价为

后续重罪的预备犯，与现行《刑法》中对第二百四十一条的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实行犯吸收预备犯理论相

冲突[9]，如果按照实行犯吸收预备犯理论，那么收买行为就不会得到定罪量刑，但是根据当前刑法的规

定收买后又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此种观点与当前法律规定明显存在冲突。 

3.3. 比较法视角 

在比较法视角下，域外对于拐卖与收买两种行为所设置的法定刑相差较大的情况较为少见，很多国

家和地区关于人口买卖类犯罪的惩治，对于买、卖行为不作区分而是处以同等处罚。首先，我国作为缔

约国之一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

补充协定书》(下面称《补充协定》)中明确贩运人口行为既包括“拐卖”，也包括“接收”行为 8。其次，

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了国际条约关于贩运人口的定义，关于人口贩运犯罪的规定

并未区分买、卖。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国，在刑法第 232 条中规定“人口贩运犯罪，利用他人人身的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0 条。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1 条。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83、385 条。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89、390 条。 
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20 条。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21 条。 
8《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协定书》：贩运人口，系指为剥

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

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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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济的困境或身处国外的无助状态，无论是招募、运送、转手、容留或接收不满 21 岁者，都构成人口

贩运罪，根据不同情形，可处 6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6 个月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10]。其

特点是将买卖人口犯罪看成一个整体，从前期拐卖到后期的收买都安排在同一罪名之中，不对买、卖进

行量刑上的区分，二者都是人口贩运罪的客观行为。同样，日本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澳门地区的

刑法有关贩卖人口犯罪的规定均未区分买卖，均规定了买卖同刑。英美法系国家在对人口买卖行为进行

规制时也大多采用国际公约的定义，在拐卖与收买的刑罚设置上未作出不同的法定刑。例如《加拿大刑

法典》规定，任何为了剥削或便利剥削而招募、运输、转移、接收、持有、隐藏或窝藏人口的行为最高可

以处 14 年监禁刑[6]。由此观之，大多数国家对于任何形式的人口买卖行为都是零容忍，并且并未对拐卖

与收买行为设置相差较大的刑罚设置，对于卖方与买方都给予相同的刑罚处罚。这样的做法值得我们国

家进行借鉴，尤其我国作为《补充协定》的缔约国之一，秉持公约精神对我国拐卖犯罪进行不断完善，

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打击买卖人口犯罪的经验教训，即便在打击买卖人口犯罪行为时，不采纳国际

公约所倡导的“买卖同刑”，也要进一步加强对于“收买者”的打击力度，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对于坚

决严厉打击人口买卖犯罪的坚定决心，而且能够对实施以及企图实施拐卖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以威慑。 

3.4. 对于实质重罪的反驳 

在反对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观点中，有观点指出，不能仅凭法条规定将收买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罪认定为轻罪，而是要综合考量，例如该罪存在数罪并罚条款，实质上是重罪，已经与拐卖

妇女、儿童罪的刑罚相当。但实际上，实务中，由于部分案件年代久远，关键证据缺失、取证困难、部分

犯罪事实已过追诉时效以及有关刑事政策等原因[11]，有极少数收买者会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甚至于收

买行为都会免于处罚或者得以出罪，更别论数罪并罚。根据夏伟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所做的实

证研究，在 568 份判决书中只有 6 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了数罪并罚[12]。并且，针对类似案件是否应处

以数罪并罚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之后，与受害人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为例，

此类案件多以“性防卫能力”为依据对收买人是否应当数罪并罚予以考量[13]。以安徽高某、张某等人拐

卖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强奸案为例，高某等人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拐卖妇女发

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实行数罪并罚 9。对于这样的判决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定罪量刑

是妥当合理的。但是，在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很多法院会因被害妇女患有精神疾病，而认为其不具备

性防卫能力，从而不对收买人强行与被收买妇女发生关系的行为认定为强奸罪，使得实践中数罪并罚条

款适用有限。例如，四川何某案，法院认为根据鉴定受害妇女为精神病患者，不具备性防卫能力，而否

认存在违背妇女意志，未对何某的强奸行为定罪处罚 10。无独有偶，安徽焦某案中，其收买的妇女为精

神病患者，焦某明知这一情况多次强行与该妇女发生性行为，然而法院并未对焦某的强奸行为进行认罪

量刑，仅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定罪量刑，并对其处以缓刑 11。针对此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处以此

种刑罚，既是对犯罪分子的纵容，又是对受害妇女人格的再一次凌虐。因此，“实质上的重罪”的说法在

实践中难以得到验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轻罪，并且其规定的法定刑与其侵

害法益程度并不相适应，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以实质的重罪的观点来反驳应当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的观点并不具有说服力。 

4. 完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具体路径 

要想在实践中提高打击收买犯罪行为的效果，就要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以便公安司法机关能

 
9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 16 刑终 372 号判决书。 
10参见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川 1002 刑初 244 号判决书。 
11参见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2019)皖 1221 刑初 1008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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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依据其作出更加公正的处理，下面笔者将从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限制从宽条款适

用，增加加重情节，激活数罪并罚条款以及解决追诉时效问题这五个方面对完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罪的相关制度进行论述，以便更好地打击收买行为。 

4.1. 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对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二者在法益侵害类型以及侵害对象上具有高

度的重合性[14]，笔者认为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的调整，可以参照拐卖妇女、儿童罪，将收买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上调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理由

如下：首先，此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作为一组对向犯，在刑罚配置上相差不应太过悬殊，“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这样的设计避免了当前两罪基本刑设置过分失衡的情况。其次，增加

财产刑，除了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设置相对应之外，对收买者予以一定经济上的处罚，能够加大

对其打击力度，对其产生更强的威慑，从而起到特殊预防以及一般预防的效果。提高非监禁型刑罚处罚

措施，如财产刑，收紧收买行为的财产源头，从而在经济上实现刑罚的报应功能[15]。最后，对于是否设

置“买卖同刑”，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从两罪保护法益、对向犯理论以及破除收买者惯有理念上来讲，

实行“买卖同刑”[16]更有利于对买卖人口行为的治理，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对收买行为的刑罚作适当提

升，而无须将其提升至于拐卖行为同样的高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理由如下，一是即便收买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一组对向犯，但对向犯也无设置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的必要，并且两

者属于一组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只需将法定刑调整至无太过悬殊的差距即可。二是从两者对于法益侵害

程度上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对于一犯罪行为定罪量刑是要对法益侵害程度进行考量的，除了从

“质”的角度考察法益侵害的种类，还应从“量”的角度考察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17]。尽管两罪均对“人

身不可买卖性”造成了损害，但是相较于收买，拐卖行为本身还会对被害人正常生活活动的权利造成损

害，因为受害人在被拐卖的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是受到严重限制的，在此过程中是不能进行正常的生活活

动的，而收买过程中受害人的上述权利受到限制但还能继续实行，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拐卖行为对

法益造成的侵害更重，应当设置更重的刑罚。三是从整个买卖人口犯罪的犯罪路径上看，拐卖位于整个

犯罪链条的前端，优先打击了前端的犯罪行为，使得其无法向下继续发展，继而也就遏制了收买行为的

实施，因此，对拐卖行为采取更严厉的刑罚，打击拐卖者嚣张气焰的同时，也能促进对收买行为的打击。 

4.2. 对从宽处罚条款适用进行限缩 

根据法律规定，收买者很容易获得较为宽松的处罚，甚至能够免除刑事责任或者出罪。从上文有关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实践情况来看，大部分收买者都能获得从轻处罚，甚至于缓刑或者免除处

罚，但事实上，从宽处罚的规定只是一个例外性的规定，原则上应当对收买者严格依照法定刑进行处罚，

可实践中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将常态设置为例外的从轻情节与法益的严格保护存在冲突[18]，这样的处

罚并不能达到有效的震慑以及预防效果，并且不能弥补被收买者及其受损害权益。以收买妇女为例，收

买行为通常发生在偏远经济困难地区，收买妇女的行为本就是因部分男性难以通过正常恋爱或其他合法

途径组建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因此，他们才会通过收买妇女的方式来完成其“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的任务，并且会想方设法与被收买妇女达成稳定婚姻关系，当然在缔结和维系婚姻关系的过程中难免会

发生以下违背妇女意愿的行为使得被收买妇女不得不接受现状，例如对企图逃跑的被拐妇女实施暴力使

其不敢再逃跑，还有些被拐妇女因为子女而不得不妥协现状不再返回原居住地，这样从表面上来看也属

于形成了“稳定的婚姻家庭环境”，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所谓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也被视为“按照

妇女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诚然，这些收买者存在一定的难言之隐，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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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万万被拐妇女的人格权利进行了践踏，而对于大部分这样的收养者立法者似乎采用了一种体恤其生

存权的姿态，从而为处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留下了一扇宽宥之门[19]，对这样的收买者进

行从宽处罚，相当于对妇女权利的又一次侵犯，可能会进一步助长拐卖人口犯罪分子的气焰，因此，笔

者认为应当对从宽处罚条款的适用进一步限缩，对妇女是否真正自愿继续留在当地共同生活进行全面实

质性考察，对从宽条款谨慎适用。另外，笔者认为，对于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的不应作为从宽处罚的

规定，在实践中收买儿童的行为通常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为解决生养问题而实施的行为，大部分收买

儿童的收买者都不会对“来之不易的孩子”——被收买的儿童实施虐待行为，但是很多收买者凭借此项

从宽条款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刑罚，将案件中并不常见的情节作为从宽处罚条款，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反而纵容了大多数的收买人，减少了他们担心接受较重刑罚的顾虑。 

4.3. 增加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 

虽然相较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于法益的侵害程度相对较低，但是在

不同案件中也会存在不同程度侵害，例如有些收买者为满足自己生育或者性欲等其他需求或者欲望，而

对收买的妇女或者儿童实施囚禁、虐待或者强奸等行为，或者存在一次收买多名妇女、儿童，多次收买

等，这些行为明显比单独收买一名被收买人的行为更加恶劣，对受害人造成更加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上的

创伤，但是按照当前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刑，这些行为可能并不能获得与其行为相适应的刑罚，从一定程

度上纵容了收买行为。当前对于收买行为的刑罚设置过于单一，仅仅聚焦于基础行为，而未能考虑到不

同案件中可能出现的严重程度不同的情节，尤其缺乏对存在严重情节的打击。即便作出了数罪并罚的法

律拟制规定，也难以弥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只有基本法定刑、没有设置本罪情节加重犯而留下的“空

档”[20]。因此，笔者认为，针对上述在收买行为中可能出现的更加严重的情节，应当制定更为严苛的刑

罚，设置高于基本刑的加重情节。根据上文中基本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基础上，加重刑不妨设置

为“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另外，需要列举具体的严重情节，例如多次收买的、一次收买

多人的、对收买人实施暴力、限制自由或者妨碍解救等行为，使得加重条款具有实操性。 

4.4. 落实数罪并罚条款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又犯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罪的应当数罪并罚，但

是，在实践中数罪并罚很难得到落实。因此，对于收买过程中存在强奸、非法拘禁或其他行为情况的要

敢于认定，并落实数罪并罚。如果缺少并罚的认定，仍然予以收买人本就较低的法定刑，会造成收买人

的犯罪行为与其所受刑罚严重不相适应，对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又一次的纵容，使得买卖人口犯罪更加

猖獗。此外，《刑法》第 241 条中第五项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出卖的，以拐卖妇女儿童

罪论。关于此项规定，笔者认为不甚合理，我国刑法对“买”与“卖”进行了区分，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罪

名，而收买被拐卖人又进行出卖的，此过程有两个独立的行为——“收买”与“拐卖”，应当单独进行评

价。而此项规定未对拐卖与收买行为进行区分，进而混淆了行为人基于不同目的实施的不同行为都应单

独对其考虑是否值得接受刑法的非难[21]，由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种情形应当修改为以收买、拐卖的妇女、

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 

4.5. 解决追诉时效问题 

由于收买行为一经结束，犯罪即达到既遂，因此，实践中存在因超过五年追诉时效而无法追究相关

收买人刑事责任的情况，这样就相当于给收买者灌输了只要“撑过”五年，其行为就不会被刑法所追究，

这样又进一步“激励”了收买行为，并且为整个人口买卖犯罪“产业链”提供了市场。因此，笔者认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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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避免收买者的收买行为因渡过五年追诉时效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有学者认为，“收买儿童，

即使对儿童不实施非法拘禁罪，只要养着儿童，使儿童处于脱离父母监护的状态，便构成拐骗儿童罪，

而拐骗儿童罪是继续犯……由此便不需要担心追诉时效的问题”[22]。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对于收买儿童

的收买者只需以“拐骗儿童罪”定罪量刑，但是这样一来立法上设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也就“多此

一举”，更何况“收买”行为与“拐骗”行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当作相同的行为进行理

解。还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收买行为理解为复合的“收养 + 购买”，购买行为虽然在一瞬间结束，但是只

要收养行为还在持续即可[8]，这样就可以认为其侵害被收买人的“人身不可买卖性”的不法侵害一直持

续，也就不存在超过五年追诉时效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笔者认为这样的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追

诉时效阻碍有效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问题，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没有顾虑地依法对收买

行为结束五年以上的收买者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可以在司法解释中对此罪涉及追诉时效的情形进行特

别说明，来使得收买者承担应有的刑事责任。 

5. 结语 

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对于打击收买妇女、儿童罪的重视程度都远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这样不仅

使得社会形成一种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无须承担太过沉重的责任，使得收买行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并

且由于收买市场的存在会进一步促进拐卖市场的“发展”。因此，要重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并在合理限度内提高此罪的法定刑，加大打击力度，对整个人口买卖犯罪链条形成

震慑，从而有效缓解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多发的严峻形势，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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